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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2025）。马莹（2010）认为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

义就是空虚，连帅磊（2025）的研究表明：短视频社交

媒体依赖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空虚感，这反映出

数字化环境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建构面临新的挑战，

凸显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生活目标与

价值感的感知与追寻（Martela & Steger，2016），高水平

的生命意义感能够预测正向心理健康水平（Hooker et al.，

2018）。随着技术变革、产业升级与社会变迁，社会媒

介已成为个体与社会的新连接（王景强 等，2025），在

工作、社交和个人生活中迅速普及（Castells，2023）。

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既具有连续性，又表现出具体情境下

的依赖性。以往研究多关注人格特质、情绪等对生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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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命意义感（ Meaning in Life ）贯穿人的一生，对其

获取与追寻是人类的基本动机，更是维系心理健康的重

要心理资源（Van Tongeren & Green，2010）。当前大学生

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

职业规划等多重挑战，其生命意义感的建立与巩固对个

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的普及使

得信息传播方式、社交模式以及生活节奏发生了深刻变

革，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其认知方式、

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同时，数字化时代意义困境的表现特征可概括为四重张

力结构：“忙”与“茫”之间；“虚”与“实”之间；

“亲”与“疏”之间；“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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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感的影响（赵娜 等，2017），已积累不少丰富成果，

现有研究表明，社会媒介与网络的普及确实改变了青年

人在学习、娱乐和社交方面的生活方式（吴猛，田丰，

2014），而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影响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

动机（Mazaheri，2024）。可见，在数字时代，我们对生

命意义感的探寻也悄然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会对个

体生命意义感的塑造产生深刻影响，那么，生命意义感

又如何获得？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生命意义感？本文目

的在已有综述的基础上，对生命意义的影响因素进行系

统介绍与梳理，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视角。 在理

论层面有助于厘清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路径，在实践层面

则能为高校开展生命教育、引导大学生构建积极生命观

提供科学依据，帮助大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更

好地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方向。

2  生命意义感及其理论模型

2.1  概念

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最早始于二战后人类对生命意义

感的思考，即存在主义的兴起。意义疗法的奠基者Frankl

（1985）在其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中谈到：人类天

生具备追求意义的意志，通过超越自我并追寻深层价

值，能够有效克服存在的虚无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

响下，生命意义感逐渐从哲学范畴进入了心理学研究的

视野（程明明，樊富珉，2010）。

生命意义感的概念在不同研究中并不相同。如有

研究者认为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具有明确的生活目的，

在追寻个人价值时的主观感受，或者是拥有能够指引

自身行动的价值系统（聂晗颖，甘怡群，2017；Ryff，

1988）。也有研究者认为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我、对

外部世界以及二者关系的有序地、有目的地的心理表征

（Heine et al.，2006）。随后Martela 和Steger（2016）认为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生活目标与价值

感的感知与追寻，该定义被广泛使用。综上不同学者在

对生命意义感进行定义时虽各有侧重，但普遍包含目的

性、一致性和价值感的基本内涵。

2.2  理论模型

关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拥有多元的理论视角，前人

已从不同视角展开了探索，构建了多种理论模型，使其

内涵不断丰富。本研究聚焦于两个更具情境性与整合性

的理论框架——发展情境论与意义建构整合模型，以此

为依据来探讨数字时代下生命意义感的新特征。

发展情境论（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是由20

世纪80年代 Lerner（2014）整合动力系统观、人-情境

整体交互作用理论等已有理论提出的。在数字时代背景

下，发展情境论为理解生命意义感提供了核心框架。该

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个体特征与其所处多层次、多

维度环境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该理论认为人具有

可塑性，可以通过建立拟合优度模型对个体和所处的环

境进行干预，这一观点支持Martela和Steger（ 2016）研究

中生命意义感的目的感，个体并非被动接受“生命的意

义”，而是可以通过主动选择来自我建构生命意义感。

数字时代下社交媒体使用频繁正是数字时代个体面临的

独特发展情境，也影响个体的自我呈现、社会比较和人

际关系模式，进而影响其生命意义系统的建构（高馨，

2024）。与此同时，个体可以通过主动筛选信息、调整

社交行为等方式，优化与社交媒体环境的拟合度，从而

促进生命意义感的积极建构，这也为后期干预生命意义

感提供理论依据（张文新，陈光辉，2009）。

Park（2010）首先提出意义建构整合模型（Integrated 

Model of Meaning Making，IMM），该理论系统阐述了压

力背景下个体如何建构生命意义感。意义建构整合模型

认为获得意义感需将情境中产生的意义与自身既有信念

做对比。Park将意义感分为两类：一般意义感（General 

Meaning）是个体的信念、目标与主观感受，早年形成

且随人生经验不断修正，深刻影响人的认知、行为与情

绪；情境意义感（Aituation Meaning）是特定环境下对事

件的意义评估，会随情景变化而调整。若想成功重构意

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建立对压力事件的理

解与把握感；（2）恢复对现实世界的掌控感；（3）通

过意义寻求，强化自身价值感（廖雨，2025；赵娜 等，

2017）。这一过程不断整合会促使个体形成更具适应性

的意义解释框架。阳光耀和陈一笛（2024）从意义建构

视角出发，研究表明应激与生命意义感呈倒“U”形关

系。在数字时代下，个体深度融入数字生活场景，大学

生日益表现出对数字技术的高频使用与行为卷入，其生

活、娱乐、学习等各项活动均围绕社交媒体使用展开，

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很容易使个体陷入意义迷茫（于小

植，2018），若想在数字时代建立清晰的生命意义感，

个体需要重构自身的生命意义感。

以上理论从不同角度对生命意义感进行了阐述，

发展情境论提供了宏观的解释框架，阐明生命意义感是

在个体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意义建构整合模型则

提供了微观的心理机制，阐明个体如何通过叙事和反思

将经验整合为意义。单独使用任何一个理论都会导致分

析的不完整，仅有发展情境论难以解释个体如何具体地

“建构”生命意义感，仅有意义感建构整合模型则忽略

了数字时代这一关键情境变量的作用，两者的结合使未

来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者能够兼顾情境性与主体的能

动性。

3  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生命意义感对个体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一直受到

人们的重视，故如何有效测量生命意义感也是研究者们

关注的重心。目前，学术界已发展出多种成熟的测量工

具，这些工具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对生命意义感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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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由Steger（2006）等人编

制的生命意义感量表（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该量表包含“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两个

核心维度，通过10个条目来测量个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

感知和追寻程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王鑫强等人

（2016）修订了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使其更适应中

国大学生，被多项研究所采用。此外，还有一些针对性

较强的测量工具，如Schulenberg等人（2011）编制的简版

生活目的测验（Purpose in Life Test-Short Form，PIL），主

要聚焦于个体对生活目标和方向的感知。从脑功能方面

来看，研究中发现右前岛叶的全局大脑连接可以显著预

测个体生命意义感（Zhang et al.，2023），还有张丰韬等

人（2023）采用网络分析技术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应

对方式进行研究，通过识别出影响生命意义感的核心节

点与桥梁节点，为后续开展精准靶点干预、提升大学生

生命意义感提供了依据。总之，这些测量工具的不断完

善，为生命意义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使

得研究者能够更精确地考察不同群体生命意义感的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

4  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因素

前人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从

个体内部因素、社会支持以及社交媒体使用三方面探讨

了影响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前因变量。根据发展情境论

的观点，个体的发展是人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

内部因素包括核心自我评价、自我呈现、社会比较、情

绪等，这些因素通过塑造个体的认知模式、情感体验和

行为倾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对生命意义的感知与建

构。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资源，目前存在领悟

社会支持和网络社会支持等不同形式，良好的人际关系

为大学生提供情感慰藉、信息支持和实际帮助，进而在

其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缓冲和促进作用。而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使用已成为大学生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逐渐成为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一

个因素，与个体内部因素和社会支持因素共同构成了一

个复杂的影响系统。

4.1  个体内部相关因素

4.1.1  核心自我评价与生命意义感

核心自我评价指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评

价（Judge，1997），包括自尊、控制源、神经质和一般

自我效能感四种人格特质。以往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

价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呈现稳定且显著的正相关，这一关

系在特定群体（如残疾大学生、警校生、特殊教育师范

生、普通大学生）和不同研究情境中均得到验证（Xiang 

et al.，2025；王雁 等，2025；吉学松 等，2024；曹瑞林 

等，2023）。这侧面反映出核心自我评价是生命意义感

的一个稳定而有力的预测因子，提升个体的核心自我评

价是增强其生命意义感的一条有效途径。

自尊是核心自我评价的一个重要维度，指个体

要求他人尊重自己，是一个人尊重需要的反映（杨丽

珠，张丽华，2003）。实证研究表明，柳之啸和吴任刚

（2018）通过启动自尊，发现可以显著影响个体的生命

意义感。黎桂瑞等人（2020）通过问卷法探讨、自尊、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

尊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正向预测。同时，自尊作为核心

自我评价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对生命意义感的正向作用

也进一步印证了核心自我评价作为整体对生命意义感的

重要预测价值，为后续从人格特质角度干预和提升大学

生生命意义感提供了更具体的切入点。

4.1.2  自我呈现与生命意义感

社交网站自我呈现指用户在社交网站上通过文字、

图片和视频等方式呈现与自我有关的信息，以影响他人

对自己的印象形成（王树青 等，2025）。大众传媒的发

展为个体开展核心自我评价开辟了新途径。过去，个体

的生命意义感主要受周围人与摄影（丁思远，2016）、

报纸等传统媒介的影响，如今，社交媒体凭借其即时

性、互动性和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史宇晖 等，2020），

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能够呈现多元信息并进行自我展示的

平台。当今越来越多的个体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精心构

建和展示个人形象，有利的自我呈现会影响自我评价

（Britt et al.，1997）。高馨（2024）通过追踪研究表明，

自我呈现初始水平均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的初始水

平，真实自我呈现的增长速度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的

增长速度。交叉滞后分析进一步证实，前期的自我呈现

能预测后期的生命意义感，且比较稳定。社交网站积极

与真实自我呈现均能使大学生获得更高水平的网络社会

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进而通过二者的单独和链式

中介作用促进大学生同一性获得（王树青 等，2025），

自 我 认 同 最 终 可 以 促 进 生 命 意 义 感 （ 冯 富 荣  等 ，

2020）。其背后原因可能是由于个体在社交媒体上通过

获取他人的点赞、评论、关注等反馈，不断调整对自我

能力、价值和情感状态的认知，进而影响自我评价的形

成与发展，进而影响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内部感知。  

4.1.3  线上社会比较与生命意义感

在数字时代，个体也会借助数字技术，在社交媒

体使用过程中，通过“虚体”制造新的身份景观，在虚

实相生中完成自我认同与生命主体的人文重构（徐强，

2023），这就不可避免引发社会比较。社会比较指个体

对自身社会特征的认知源于与他人的比较（Festinger，

1954），线上社会比较是一种网络形式。邢淑芬和俞国

良（2005）认为个体进行社会比较最终是为了获得关于

自己能力和观点的准确的自我评价。研究显示，线上上

行社会比较稳定正向预测后续的生命意义寻求，而线上

下行社会比较能稳定负向预测生命意义体验。同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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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生命意义体验也会导致更多的下行比较行为，形

成恶性循环。总之，线上社会比较主要通过影响个体的

社交自我效能感来影响生命意义感（王雪皎，2023）。

个体可以通过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建构个体的生命意义感

（张晓州 等，2024），这一发现为数字时代应对社会比

较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即通过主动的认知调整，在虚实

交融的生存环境中重建自我的生命意义感。

4.1.4  情绪与生命意义感

前人研究表明个体积极情绪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命

意义感（赵娜 等，2017）。Chu等人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为

年轻人与老年人均提供了生命意义感体验，年轻人高唤

醒积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较大，这说明真正获得

与个体年龄段相匹配的情感，生命意义感更强。对于大

学生而言，在完成学业目标、社交互动等活动中获得的

愉悦、满足等积极情绪，能够有效提升个体对生命意义

的感知。同时，积极情绪也可以通过改善大学生的认知

重评来增强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朱蓉蓉 等，2017）。

在最新研究中，Edwards等人发现希望感也是预测生命意

义感的一种积极情绪。与积极情绪相比，关于消极情绪

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庞焯月等人（2019）

研究发现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没有显著影响。

4.2  社会支持方面相关因素

4.2.1  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

领悟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社会支

持的一种具体形式，是指个体主观感知到的来自家人、

朋友及重要他人的关心与帮助，强调可能收到的社会支

持的信念。社会支持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受尊重、被支

持和理解的程度（丁道群，2005）。研究发现社会联结

与生命意义感有关（Lambert et，al，2013；Lutz et.al，

2023），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Li et 

al.，2023）。然而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所起的作用不同，家庭支持可直接预

测生命意义感，而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通过乐观间接预

测生命意义感（李旭，2015）。前者可以提供的情感慰

藉、资源保障，往往具有直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这种

稳定的环境支持能够让大学生在面对人生困惑时更易感

受到存在的意义。相比之下，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更多

体现在日常陪伴与互动中，通过共同经历和积极反馈培

养个体的乐观心态，而乐观作为一种积极的认知倾向，

会进一步促使大学生在生活中主动寻找和构建生命意义

感。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主要基于线下面对面的互

动情境，随着社交媒体使用的普及，当代大学生的社会

交往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袁文华，2025）。

4.2.2  网络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

网络社会支持是社会支持在网络环境中的延续和拓

展。在实证研究中，很多研究已经证明网络社会支持正

向预测个体生命意义感（蒋俊杰 等，2023 ）。前人研

究探讨了微信使用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结果显示个体

微信朋友圈点赞行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衡

书鹏 等，2020），而主观幸福感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

相关（靳宇倡 等，2016；Heintzelman & King，2014），

所以推测点赞行为可以促进生命意义感。王伟等人

（2015）采用问卷法研究青少年网络社会支持、生命意

义感与动机三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的两个分维

度：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之间相关

达到显著水平。然而Lyu（2024）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

线学习中的领悟社会支持和亲社会行为显著低于正常线

下学习，但二者生命意义感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现象推

测，网络环境下的社会支持可能通过不同于线下的路径

作用于生命意义感。尽管在线学习中实际获得的社会支

持水平有所下降，但大学生或许通过调整认知评估或激

活其他心理资源来维持生命意义感的稳定。这也反映出

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其形成与维

持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单一维度的社会支持变化

未必会导致其显著波动。

4.3  社交媒体使用与生命意义感

大众传媒的出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传播内容

和传播效果的限制。有研究表明，内卷、焦虑等关联

的意义困境正在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典型特征（蓝江，

2022），共同构成了数字化时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建构

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社交媒体使用（Social Media Use）是个体通过社交

网站和在线消息与他人互动的各种活动的总称（Correa 

et al.，2010），研究者通常从使用方式、使用动机、使

用时间、使用强度及使用成瘾等维度对其进行操作化测

量。娱乐媒介使用不仅满足了用户的需求，还潜移默化

向人们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生成关涉人生、现实、情

感等维度的“自在意义”，帮助个体在快节奏生活中获

得情感支持与心理抚慰（晏青，郭京，2025）。

在社交媒体使用方式方面，社交媒体使用通常被细

分为主动使用（Active Use）与被动使用（Passive Use）

（Verduyn，et. al，2017），可见其对个体生命意义感的

影响并非单一的促进或削弱，而是取决于具体的使用方

式。一方面，陈晓燕等人（2021）研究发现：主动性社

交媒体使用能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也能通过积极情绪

的中介作用影响生命意义感；这一结论在其他相关论文

中也得到了验证（Cuong et al，2025；Nitschinsk et al，

2025；李洁琳，2022）。另一方面，被动性、过度卷入

式的媒介使用可能对生命意义感产生消极影响。王汉卿

等人（2025）的研究表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生命意义

感呈负相关；微信过度使用与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负相

关（陈梅 等，2023）；在线环境还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程

度的匿名性和识别性，在可识别环境中，被动使用与生

命意义呈负相关（Nitschinsk et al，2025）。此外，被动性

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的认知、情感、主观幸福感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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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会产生不利影响（代宝 等，2022）。

在社交媒体使用动机方面，研究表明使用动机与

多种生命意义感衡量指标相关（Rai et al，2026）。不同

的使用动机会导致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偏好，当用户有

着明显的目的性时，强烈的使用动机会促使人们更深入

地使用社交媒体（王玮，2016）。在相关实证研究中，

Rai等人（2026）的研究发现，不同使用目的在生命意义

感各维度的侧重上存在差异，自我表达与生命意义感各

维度均呈正相关，但与生命意义感整体没有显著相关；

社交连接与生命意义感无关；学术动机仅与重要性呈正

相关，建立新友谊和娱乐动机与连贯性呈负相关，这与

Cuong（2025）等人的研究发现学术动机和社交动机对生

命意义感影响显著，而信息和娱乐目的没有显著影响的

结论不一致。

在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方面，晏青和郭京（2025）

采用日记法研究发现，我们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社交媒体使用，在使用中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在自我探

索、自我反思及认知层面得到满足，潜移默化促成了个

体重塑生命意义感。同时，陈光辉和张文新（2018）发

现社交网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让用户便捷地浏览

他人呈现的积极信息而诱发自动的上行社会比较，进而

诱发或加剧用户的抑郁状态；另一方面，社交网站也有

助于用户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建构更多元的人际

关系网络和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进而可以预防或减

轻用户的抑郁状态。可见，社交媒体使用对生命意义感

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我们应该辩证看待它的作用。

总体来说，生命意义感从本质上还是一种体验（赵

娜 等，2017），是大学生受多层次、多因素交互影响的

复杂心理状态。网络环境中既可能通过他人点赞、评论

等反馈得到强化，也可能会由于负面评论或无人回应的

“冷落”，陷入自我怀疑，使得原本稳定的核心自我评

价、社会支持出现波动，进而影响个体生命意义感。目

前有关生命意义感影响的研究涉及了大量的因素，其中

核心自我评价、社会支持、社交媒体使用最受关注。除

此之外，也有研究探讨了其他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因素，

如国家认同（赵礼 等，2022）、政策支持（冯富荣，

2020）、父母心理控制（叶文婷 等，2025）、创造力

（韩建涛 等，2024）、敬畏（张誉瀚，丁凤琴，2026；

Fu et al.，2022）、认知重评（张晓州 等，2024）等对生

命意义感的影响。

5  未来展望

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前人已对

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聚焦且细致的探讨。随着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大众传媒也在经历传统媒介转型

和新媒介发展的变化（史宇晖，2020 ），这对生命意义

感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转变。本文围绕生命意义感的理

论模型及影响其形成的前因变量展开讨论，研究发现生

命意义感随时代发展呈现出动态变化。数字时代能使各

因素“脱离原有的束缚”，让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塑造从

传统走向现代，如社会支持的方式则从线下的领悟社会

支持延伸至线上的跨时空连接，社交媒体使用对生命意

义感的影响也具有多样性。同时，不同个体对相同的刺

激或相同情境时，所产生的生命意义感也是有差异的。

综合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还存在一

些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概念上，纵观已有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

是从西方传入的概念，以西方个人主义为文化背景，多

体现的是自我价值，过往研究多从目的感、重要性、连

贯性三个维度出发（Martela & Steger，2016），有研究把

生命意义感当成一个整体概念进行研究，也有研究者对

生命意义感的意义拥有与意义追寻分成两个变量进行探

讨（蔡佳熠 等，2025）。同时，在中国以关系本位为核

心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形成并非仅与自我

相关，也会围绕家庭、家族与社会关系展开。因此，个

体生命意义感的形成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家长的期望与

自身价值都有关系，未来研究中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对生命意义感进行中国化的界定。

当前支撑生命意义感的理论呈现出“碎片化”特

征。多数研究依附于单一理论，未能构建一个整合认

知、情感、行为多维度的统一理论模型，系统解释不同

使用行为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同时，数字生命观

（牟怡，蓝剑锋，2025）等新兴概念与生命意义感的交

互关系，也缺乏深入探讨。未来可尝试突破单一理论框

架的局限，从跨学科视角出发，融合积极心理学、社会

学、传播学等多领域理论成果，构建一个能够整合认知

评估过程、情感体验变化及行为表现差异的系统性理论

模型，以全面阐释不同情境下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动态形

成机制。

第二，在方法上，前人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多数

证据来自横断研究，静态研究占主导，但生命意义感是

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虽已有追踪研究（高馨，

2024；王雪皎，2023），但更长周期、多时间点的动态

研究仍匮乏，同时研究发现影响生命意义感形成的各因

素存在形式呈动态发展，未来可以考虑进行交叉滞后研

究追踪各变量与生命意义感的纵向关系，也可以研究传

统变量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动态交互如何随时间变化。此

外，前人研究主要依赖问卷法，易受社会赞许性等影

响，容易产生自我报告偏差，鉴于此，未来对心理学变

量的变迁研究也可以适当借鉴质性方法，特别是可以结

合实验法、经验取样法、访谈法以更客观地捕捉各变量

内部及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三，在内容层面，目前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对生

命意义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研究深

度和广度不足的问题。从研究深度来看，现有研究多聚

焦于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使用时长等表层行为与生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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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感的关联，对使用动机（如自我提升、情感宣泄、社

交拓展）对生命意义感的差异化影响探讨较少。从研究

广度而言，较少关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心

理体验（如社交焦虑、错失焦虑）在社交媒体使用与生

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或调节作用，同时对于不同群体的

社交媒体使用对生命意义感影响的异质性研究也较为缺

乏，未来可进一步细化研究内容，深入剖析社交媒体使

用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内在路径和边界条件。除此之外，

跨文化研究也是需要关注的。已有研究发现不同民族

文化也会影响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理解，如Steger等人

（2008）构建了一个辩证的生命意义模型来预测文化差

异对意义追寻与存在感倾向的区分作用，结果显示：美

国人意义追寻与存在感及幸福感呈负相关；而在日本则

结果完全相反。这些发现为文化如何影响生命意义提供

了新视角。 

第四，在干预层面，其提升路径不仅在于改善个体

内在的认知与情绪，也依赖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

会支持网络，同时需要警惕过度社交媒体使用带来的负

面影响，可以通过体育锻炼、艺术体验、价值追寻等活

动创造积极意义体验。未来研究不仅要聚焦生命意义感

形成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更应探索如何借助社交媒体开

展积极的生命意义感建构，即借助社交媒体使用来增强

生命意义感。例如体验式欣赏也是促成生命意义感形成

路径之一（Kim et al.，2022），也可以融合当下热门的

游戏，开发针对性的教育干预方案，例如通过提升大学

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交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意识训练

其进行积极与真实的自我呈现和应对社会比较，来增强

其在数字时代的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聂晗颖，甘怡

群，2017；李放 等，2018）。另外，跨学科合作也是推

动干预研究深入的重要方向，可结合教育学、计算机科

学等多领域，共同探索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

术与生命意义感干预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为大学生提供

更丰富、更具吸引力的干预体验。

综上所述，本文系统梳理了生命意义感前因变量的

研究成果，揭示了影响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复杂路径，

并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展开分析，以期为各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未来需结合时代发展特点，进一步

深入探讨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助力大学生在动态变化

的环境中实现主动调适与自我重构，找寻自身的生命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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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we Always Feel it is “Meaningles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Xiaoxu Shao1,2

1. School of Psychology,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2.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 Urumqi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life is a crucial psychological resource for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and related research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cross various fiel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of life exhibit both continuity and dynamic changes in their manifestation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 theory and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meaning mak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self-presentat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of lif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dividual factors,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media usage, while balancing contextual considerations 
and subjective agenc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incorporate a China-specific localized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explore into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specific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arising from social media use influence this sense, and enhance longitudinal studies and intervention 
practices regarding its developmental change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 words: Meaning of life; College students; Influencing factors


